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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
理论逻辑、战略意义和使命定位

贾根良，王晓蓉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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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旨在破除将其科技创新活动局限于中心城市的“孤岛效应”，推动区

域内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肩负起带动区域及其周边区域发展的历史使

命。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现有“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

上的突破性创新。扩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范围，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举措，将使“区域化

国家创新体系”成为网络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载体，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现代知

识生产的一般规律和演化经济学多样性孕育创新的基础原理，论证了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要

建设成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必要性，提出避免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一哄而上的统筹协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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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1]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其深远的战略意义：“党中央决定，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

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

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2]本文运用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研究框架，对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进行理论和战略分析。在对现有文献中有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意义以

及三大中心各自定位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遵循创新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将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定义为“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从理论上阐明其扩大建设范围是对既有“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实践

的突破性创新。基于这一讨论，探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最后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后的定位、使命和统筹协调问题提出政策

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的重大决策，旨在提升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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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经济纵横 · 2026年第10期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有效促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代表着未来将有更多的科技、人才资源进一步整合并溢出到

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进而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3]周城雄从破解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并激活其辐射

动能的视角，论证了北京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重要意义，认为长期以来，北京、上海等核心

城市作为创新高地，对周边资源形成了一定的虹吸效应，扩围旨在通过顶层设计，将核心城市的创新优

势转化为带动区域共同发展的辐射动能。例如，推动北京的研发能力与天津的先进制造、河北的空间

成本优势相结合；促进上海的科创资源与苏浙皖强大的产业集群深度联动，从而打通创新与产业融合

的瓶颈。[4]还有学者指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已从单一城市的“点状突破”升级为区域协同一体

化发展，此次扩围旨在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创新空间、要素、产业及制度的深度融合，将我国三大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比肩全球顶尖创新集群的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5]

现有文献除了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重要意义进行讨论外，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北京和上海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后，三大中心的各自定位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按照从基础研发一直到

科技成果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线性科技创新模式对三大中心进行定位。这种观点将北京（京津冀）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为“原始创新策源地”，依托全国最密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聚焦“从 0到 1”的突

破；将上海（长三角）定位为“创新转化枢纽”，凭借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与产业配套，打通成果转化通道；

粤港澳大湾区则肩负着“产业创新引擎”的独特使命，以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更高的

国际化水平，推动科技成果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6]类似观点认为，京津冀锚定“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

打造未来产业策源地；上海主攻“从 1到 10”的成果转化，构建全球创新转化枢纽；粤港澳大湾区则聚焦

“从 10到 100”的产业化、全球化，塑造世界级产业集群。[7]对该类观点进行学理性分析的一篇文章，运

用修正后的“雁阵模式”理论，构建了中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雁阵模式”：北京作为“头雁”主攻

“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策源，上海作为“强雁”聚焦“从 1到 10”的中试与资本验证，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群雁”承担“从10到100”的规模化裂变职能。[8]

上述观点按照科技研发、创新转化和规模化生产的线性创新模式，构建了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之间的分工关系。但与这种从全国视角讨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同，目前讨论最

多的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后如何发展的问题。例如，有文章指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集聚区，虽然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强，但中试和规模化生产空间不足，对科技创新的提质

增效及其赋能高质量发展构成结构性制约。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一城扩至三地，其目的

是通过强化技术、人才、资金在三地的自由流动，构建“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分工格局，其本质是让

“北京建能力、区域造生态”从自发走向制度化。同时，该文也按照前述三大中心的分工模式，构想了京

津冀的发展模式：北京集中于基础研发，实现“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天津是转化中枢，发挥先进制造、

港口等优势，完成“从 1到 10”的转化；河北是应用腹地，通过场景、产业配套等，承担“从 10到N”的规模

落地。[9]刘振中[10]也从“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场景应用”的区域内分工视角，讨论了北京

（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问题，指出从全球看，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多以城市群为载体。

京津冀集聚了超 1亿人口、逾 10万亿元的经济体量，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一城扩围至一域，能够以城

市群能级参与全球科技竞合，打造辐射全国、影响世界的创新增长极。这一战略升级是服务国家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落子，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一城集中”到“全域协同”的跨

越，是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旨在解决北京前沿成果本地转化率不足的问题，并且通过京津冀三地优势互补，激发出“1+1+1＞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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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效应。

总而言之，目前讨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解决战

略科技力量集聚与产业承载空间分离的问题，并对创新成果的当地转化和产业集群问题给予了特别关

注，基本上都赞同“北京研发、天津中试/工程化、河北规模化量产”的梯度协同模式。

从整体来看，已有文献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扩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范围对于引领中国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意义，讨论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单一城市的“点状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必然

性。但现有文献鲜有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的经济学原理阐释，也较少从健全

新型举国体制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全国性视角对其进行讨论，因此，本文运用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分析

框架，尝试在这些方面进行扩展。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和相互关系问题上，流行观点将北

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科技研发、创新转化和规模化生产的线

性分工关系，这种观点实际上只将北京（京津冀）定位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大量讨论北京（京津冀）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文章又基本上都谈到了弥补创新转化和规模化生产不足对其发展的重要性，这种观

点实际上与前述观点是矛盾的。我们曾提出观点，扩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范围的重要目的之一是

构建由基础研究、创新转化与相关产业集群融为一体的“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言外之意是三大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都要建设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11]本文将进一步明确这一观点，并在最后对此展开

更深入的讨论。

二、理论逻辑：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性创新

长期以来，曾有许多人预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活动将会出现

日益分散化的趋势。但是，创新地理学观察到一个与之相矛盾的现象：越是知识和研发密集的经济活

动，就愈发呈现创新集群的趋势，并且这种地理空间集中化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变得越来越明

显。如果没有认识到这种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在创新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创新。演化

与创新经济学家们运用迈克尔·波兰尼的可整理知识和意会性知识[12]，分析二者在创新和生产过程中

的不同作用，以此来解释上述现象。经济全球化水平越高、信息通信技术越发达，可整理知识就越容易

获取和快速扩散，那些“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意会性知识则成为决定某个地理空间创新活动的关键

性因素。意会性知识难以进行远距离交换，这不仅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商业环境有关，也与交互学

习的创新过程密切相关。意会性知识只能从干中学的面对面沟通和操作中产生与交流，虽然组织上的

和关系上的亲近性（如大企业的内部系统）也可以促进意会性知识的跨区域传播，但空间上的分隔不可

避免地限制了面对面意会性学习和创新的程度。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

下，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成为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归纳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区域创新体系。 [13]第一类是领土嵌入式（Territorially 
Embedded）区域创新体系，例如作为“第三意大利模式”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分布着纺织、陶瓷、食

品、高端汽车设计和零部件生产等 380多个产业集群，嵌入这种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关系和组织构

成了其在全球经济中持久的竞争优势，贾根良等[14]曾称之为“地方化生产体系”。在这种区域创新体系

中，创新主要基于本地化的学习过程，并且这种学习主要来自地理、社会和文化上的亲近性，而与知识

组织没有太多的直接互动。这种创新系统类似于库克所说的“基层区域创新系统”。[15]297第二类是网络

式区域创新体系。这种区域创新体系虽然也是基于本地化、互动式的学习过程，但其通过有意识地加

强本区域的制度基础设施等政策干预，从而具有了更多的规划特征。在这种创新体系中，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大企业得到周边地区高度发达的中小企业分工和协作网络的良好支持。网络式区域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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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国家最为典型，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该州是德国最发达的州

之一，拥有一批德国最重要的机械加工企业。第三类是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与前两种区域创新体系

不同，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其产业的各个环节和制度性基础设施更多地融入国

家或国际创新网络之中，这也是其“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称谓的由来[15]299。其次，与前两类主要在传统

产业中形成的区域创新体系不同，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而建立的，

反映了创新体系的狭义定义，主要覆盖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研发职能，所以库克也将其定义为“国

家干预型”区域创新体系。最后，在这种区域创新体系中，组织间合作采取的是从研发到突破性创新的

“管道模式”或“线性模式”。

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规划的产物，以新兴产业和研发密集型活动为基础，建设高科技产业

园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式，典型代表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和韩国的板桥科技谷。有证据显示，高科技产

业园中的创新活动更多地发生在与区域外组织的合作中，产业园区内企业之间的创新互动有限。园区

企业与外地企业存在纵向的转包关系，但由于缺乏本地化和区域观念，其与当地产业的联系有限，未能

有效提升区域内的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水平，而这种能力是区域经济实现内生发展的先决条件。[15]299从

这一点来看，这类区域创新体系并非名副其实的“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

自 1978年改革开放一直到 2020年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我国通过建设高科技产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承接发达国家产

业转移，加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循环，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

题也比较突出，加快在国内形成完整自主创新产业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

竞争体制虽然推动了我国制造能力的大发展和出口繁荣，但也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采用各种“逐底

竞争”的优惠措施（如税收优惠、低环保要求、零地价和压低工人工资等）招商引资，并且一有新的技术

风口和产业发展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纷纷建立低水平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和开发区，从而形成重

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低端产能过剩、“低端混战、高端失守”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跨国公司加工组

装基地的局面，加剧了各地的各自为政和市场分割，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16]在这一时期，京

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在整体上不属于“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受

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这些区域的产业集群以出口为主要目标，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于国

内经济一体化，未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的基础研究能力产生密切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被定位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致力于抓住研发密集的新一轮科

技革命的重大历史机遇，实现中国科技创新的自立自强，显然正在走向“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为了

摆脱高科技产业园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旧模式的“窠臼”，中央将北京和上海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

围，将其从单一的超大城市扩大到北京所在的京津冀城市群和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城市群，这是国家创

新体系的一个重大创新。“扩围”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北京和上海作为全球性可整理知识流动枢纽的作

用，还将推动其所在区域内以城市群为网络节点的产业链和创新网络的内生发展，通过本土基础研究

与产业创新的交互学习，打造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绝非北京

和上海在地理空间上的简单扩容，其影响也不局限于北京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自身。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扩围的目的还在于，充分发挥原始创新策源地在改造传统产业中的关键性作用，推动区域一体

化发展，并通过对周边区域的扩散性影响，大力提高国内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因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扩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现有“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上

的突破性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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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重大战略意义

2020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17]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

键。”为此，我们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

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18]

由此可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举措，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和网络型举国体制的重大举措

新技术革命历来是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拓展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的建设范围，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

关键性举措。目前，我国存在两种类型的新型举国体制，一种是产品需求由国家提供、技术路线相对确

定、技术变化相对较慢的集中型举国体制，另一种则是适用于技术和产品创新主要由市场需求驱动、创

新风险高、技术高速迭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19]

网络型举国体制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是新技术革命的内在要求。新技术革命是激进

式创新，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没有现成的市场和对标的目标，因此，技术创新的结果具有巨大的不确

定性，技术路线也存在着路径锁定的巨大风险，需要广泛的试错和鼓励不同技术路线的竞争。私人资

本往往以低风险、高收益为目标，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已有明确商业前景的产业化后期项目，因此，在

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私人资本总是裹足不前。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研究项目

的支持力度，并采取各种措施降低私人投资的不确定性，以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由于新技术革命存在

路径锁定风险，不适合高度集中的决策模式，但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和支持不同技术路线的竞争进行广

泛试错，规避路径锁定风险，因此，决策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成为应对新技术革命和培育未来产

业的必然选择。其次，网络型举国体制是现代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日益复杂背景下跨学科合作研发的

产物。很多学者对技术创新如何从多种专业、技能和知识的结合中产生进行了研究，强调这些专业、技

能和知识往往是由组织之间的合作培育形成的。[20]例如，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 2019年发起的运动

员头盔研发比赛来看，生产一款显著改进的橄榄球头盔，需要结合神经科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复杂

的计算机建模以及其他几个学科的专业知识。[21]不断增加的技术复杂性意味着创新需要经常的面对

面合作，将具有多种科学或工程专业知识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跨学科研发。这就使得各种研发组织、

政府机构和产业之间密切合作的网络变得日益重要，创新体系的网络化成为大势所趋。

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决策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载体，也是跨学科研

发的重要组织形式。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构建由强大基础研究与相关产业集群

融为一体的“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筑牢网络化举国体制的基础。

历史上，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升级为“区

域重大战略”，作为网络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载体已初具雏形，拓展北京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范围无异于画龙点睛。同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为传统的“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赋予了新使命，

即将其转型为中国特色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载体。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上，其中央政府

几乎从没有对区域产业集群或区域创新体系进行过规划，产业集群或区域创新体系都是市场自我组织

和当地政府政策的产物，如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就是当地政府规划的产物[22]。但是，美国

前总统奥巴马打破了传统，在其任期内通过“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在美国十几个地方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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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进制造业中心（研究所）。[23]然而，这些机构是否能够摆脱高科技产业园的传统思路，成为“区域化

国家创新体系”的载体，仍有待观察。

（二）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上海和粤港澳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龙头，需要得到区域内相关城市的产业链和产业集

群的广泛支持，否则就会变成国际科技合作的“飞地”或“孤岛”，导致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于国内经

济一体化，无法形成内循环的良性机制。这不仅不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不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项新技术的创新要经过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和专利申请，再到原型设计、产品设计、生产

中试、批量生产和产品销售（创建初始市场）的过程。但是，创新过程并不是这种线性的相继阶段，而是

在各个阶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反馈环，并且受到由制度、组织和理念构成的创新体系的支配性影响。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建设范围的实质，就是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设以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系统

为特征的“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北京、上海和粤港澳的中心城市将大量吸收全球快

速流动的可整理知识，不仅有助于降低本土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路径锁定的风险，而且能使整个区域

有机会根据其要素禀赋和其他具体条件，对外来技术加以改造，以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发展

出以本土基础研究为主体、以解决国内技术问题和国内产品技术发展为中心的创新组织协调机制，造

就“土生土长”的本土创新共同体，促进本土自主创新群体的崛起。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表明，每次新技术革命不仅将产生一种由新的通用技术和若干新

兴产业构成的新主导部门体系，进而带来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革，而且会创造一种由新理

念、新组织和新的经营管理原则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它不仅将导致所有经济活动发生生产力的

量子跃迁，而且将在区域创新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产生广泛的扩散性影响，涤荡旧技术—经济范式，

在传统产业中掀起一场飓风般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使传统产业受到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洗礼，焕发

新的生机，构成新兴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Grillitsch等[24]认为，现代新技术革命不仅导致研发密集型产业的兴起，在本区域内通过专业化分工

不断扩大其产业链，形成新的主导部门体系，而且会在本区域的传统产业中引发四种不同的路径变革。

一是路径升级，是指区域内传统产业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通过开发更高级的功能等手段实现价值

提升。二是路径现代化，即传统产业从已有路径转变到新的方向。这可能是基于新技术的“注入”，例

如，在林业中应用激光技术；或者来自组织创新，例如，在创意产业中引入项目组织的新模式。三是路

径分岔，传统产业因新产业诱导而实现多样化发展。四是路径引入，新的主导部门体系的末梢延伸到

本区域的边缘地带。由此可见，北京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对其所在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带动作用。同时，区域化不仅是新技术—经济范式在传统产业产生扩散效应的机制，也是实现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和扩散新型分工关系的一种方式，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技术学习等

方面具有广泛的外部经济效应。联系效应是刻画这种外部经济效应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

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旁侧联系和消费联系，其中旁侧联系是指新主导部门体系对本区域的影响。[25]北

京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将充分发挥新主导部门体系在区域内的旁侧联系效应，通过就业、

收入和消费等联系效应辐射其他区域，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步入良性运转轨道，而这一原理同样适用

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四、扩围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定位和统筹协调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并非简单的地理空间扩容，其目的在于将京津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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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和粤港澳建设成真正的“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其整体效能。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本文认

为需要优先明确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这三大“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各自如何定位？二是在三大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如何规避“一哄而上、跟风冒进”等问题？

（一）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和历史使命

本文在引言的文献综述中概括了按照线性创新模式，将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分别按照科技研

发、创新转化和规模化生产进行分工定位的观点。在本文看来，这种只将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定位为原始创新策源地的观点，不仅不适合我国科技人才总量居世界之首和地域广阔的大国国

情，而且按照线性创新模式构建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间的分工关系，也不符合现代知识生产

和科技创新的一般规律，不利于通过基础研究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吉本斯等[26]学者在其合著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描述了新知识

生产模式的特征：第一，知识在应用中产生；第二，知识生产具有跨学科特征；第三，知识生产主体的技

能、经验和组织具有异质性与多样性；第四，知识与社会关注问题的相关性提高，并反映所有生产主体

的利益；第五，知识价值的评价标准多元化。将前述论述与吉本斯等学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本文对三

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提出如下看法：

首先，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需要肩负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历史使命。吉本斯等学者归纳的

第一和第二点特征说明了生产和应用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基础研究、创新转化与最终销售

之间的互动反馈对创新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跨学科合作对研发和创新的重要性。如果将三大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分别定位为“从 0到 1”的突破（从基础研究到专利申请）、“从 1到 10”（将专利转化为产品即

“创新转化枢纽”）、再到“从 10到 100”（规模化生产的产业集群），显然不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区域化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与产业集群之间经常性的、面对面的

互动，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最佳方式。因此，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虽然各有短板，

例如京津冀的产业集群不够发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研究能力弱于其他两个中心，但都需要肩负建

设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补齐各自的短板。当然，由于基

础科学研究门类众多，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应各有侧重，不能面面俱到。

其次，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基于意会性知识差别和组织多样性，发展不同的技术创新路线。

吉本斯等学者归纳的第三个特点，指出了知识生产主体的技能、经验和组织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对知识

生产的重要性，这与本文强调意会性知识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一致的。本文

已经论证，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可整理知识快速流动的枢纽，对于其避免科技创新陷入路

径锁定具有重要意义。这里进一步强调，由于地域、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因素导致的经验异质性、意会性

知识差别和组织多样性，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技术创新路线，这对于国家在整体

上避免陷入路径锁定具有重要意义。从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视角看，多样性是创新的前提，三大中心通

过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将在多样性知识、经验和组织的交流中加快创新进程。

最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都负有向周边区域扩散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历史使命，不能形成从

基础研究到科技成果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布局的分割关系。例如，京津冀地区不能只着眼于本区域发

展，而应当在将自身打造成科技创新高地的基础上，带动东北三省、内蒙古以及山西、山东、河南部分地

区的发展。

（二）统筹协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避免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一哄而上、跟风冒进”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过程，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过程。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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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习近平总书记[27]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

生产力，是否就等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

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2026年 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28]在谈及产业发展时再次强调：“要坚持因地

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

产业优势丢掉。”那么，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如何才能避免一有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

的风口就“一哄而上、跟风冒进”的行为呢？

在本文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掌握的财政收入无

法应对其所承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基本持平，但地方支出却占

85%，[29]从而迫使地方政府以投资收益和土地财政弥补其财政收入的不足。这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竞

争体制的形成和地方政府成为投资型政府的原因，也是地方政府之所以一有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的风

口就“一哄而上、跟风冒进”的根本原因，进而产生了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政企不分、市场分割、中央政府

统一的产业政策落地受阻等各种弊端。我国地方政府成为投资型政府的情况可通过一组数据加以说

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中国政府经济事务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的比重在 2007年为

45.2%，2010 年为 32.1%，2020 年和 2022 年为 28.6%。2020 年，这一数据在法国为 11.03%，德国为

9.11%，美国为14.36%，日本为18.61%，波兰为18.69%。中国大部分政府性基金和地方政府债务都用于

经济建设。如果把政府性基金支出，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支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支出都算进去，

中国政府的经济事务支出还会更高。[30]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哄而上、跟风

冒进”问题和地方政府竞争体制的其他弊端，必须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前提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及其支出责任应与其财政收入相匹配，从而

使其不再通过投资、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增加财政收入，这是根治“一哄而上、跟风冒进”现象的根本措

施。目前，为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一种改革思路认为，必须强化地方自主财权和财力，扩大地

方税收管理权限，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自主的财政主体，由此激励地方政府开展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

展的积极性。本文认为，这种改革思路可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回到分税制改革之前的状态，而

分税制改革本身就已经说明这种财政体制是不可行的。同时，这种改革思路反而有可能加重地方政府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一哄而上、跟风冒进”的弊端。本文认为，将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保

障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事权及支出责任上移至中央政府，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及其支出责任与

其财政收入相匹配，即财政平衡的目标。[31]在此基础上，应从法律上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新原

则——中央政府奉行功能财政、地方政府奉行平衡财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新原则是由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在主权货币制度中所处位置不同决定的。因为中央政府作为主权货币的垄断发行者，没有

收入和融资约束，其能创造主权货币进行支出，因而具有远超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因此，中央政

府应优先考虑财政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例如研发投资和实施统一的产业政策），奉行功能财政原则；

而地方政府是本国货币的使用者，其财政支出面临收入和融资约束，因此，地方政府应遵循平衡财政原

则。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以率先进行上述财政体制改革

的试点工作。

在试点中，中央政府还需做好以下两项工作。首先，由于地方政府必须遵循财政平衡原则，投资型

政府这一模式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也要进行相应变革。建议中

央政府在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地方政府进行考核时，以民生指标和财政平衡指标取代粗放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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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目标，将高质量完善民生服务作为其考核的主要目标。其次，中央政府应成立专门机构，对三大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研究、研发投入和产业布局进行统一规划与协调。可探索并推广财政支出项

目由地方政府申报和实施，由中央审批、出资和监管的运行模式。[32]具有逆周期调节性质的民生工程

和公共建设项目，以及事关重大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布局的重大投资项目，可由地方政府提

出、设计和实施，中央政府则负责事前审批、项目融资和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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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aims to break the 
“islanding effect” that confines thei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 to central cities，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region，and enable in⁃
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to undertak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driving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surrounding areas. Thi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also a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n practice with respect to the existing 

“regionaliz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Expanding the building scop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innovation center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improving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
wide，and will make the “regionaliz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 network-based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
tern.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laws of mod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evolu⁃
tionary economics that diversity breeds innovation，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China’s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into the sources of original innovation，and 
puts forward the recommendation of coordination to avoid the herd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Regionaliz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
tem；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Network-Based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
tionwide；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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